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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情绪对风险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

影响
—基于RDEU演化博弈模型

□高　明　黄仁辉

[福州大学　福州　350116]

[摘　要]    【目的/意义】 群体情绪对环境冲突影响深远。 【设计/方法】 通过引入等级依赖期

望效用理论（Rank Dependent Expected Utility Theory，简称RDEU理论），使之与演化博弈相结合，

构建风险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RDEU博弈模型来具体探寻此类事件在不同情绪影响下的演化机理。

【结论/发现】 结果表明：当政府理性时，群众方在乐观情绪中倾向以合作的态度处理利益冲突，而在

悲观情绪影响下容易选择具有“对抗性”策略，并且悲观情绪对决策行为影响深于乐观情绪；而当双方

都有情绪时，决策行为受对方策略倾向及己方情绪共同影响，并选择自身收益最大的决策，如在感知

对方选择“对抗性”策略低于某一临界值后，博弈方会随情绪指数升高而倾向选择“对抗性”。最后，通

过MATLAB软件进行数值分析验证以上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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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Group Emotion on Risk Environmental Group Events
—Based on RDEU Evolutionary Gam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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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Group  emotion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environmental  conflict.
[Design/Methodology]  The  Rank  Dependent  Expected  Utility  Theory  (RDEU  theory),  combined  with  the
evolutionary game theory, is introduced to construct the RDEU game model of risk environment group events for
the  purpose  of  exploring  the  evolution  mechanism  of  such  event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emotions.
[Findings/Conclus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given  the  rational  government,  the  general  public  tends  to
cooperatively deal with conflicts of interest when optimistic while choose aggressive strategies when pessimistic,
and the influence of pessimism outweighs that of optimism on decision-making behavior. Given that both parties
are  emotional,  the  decision-making  behavior,  influenced  by  the  player’s  own  emotion  and  the  other  player’s
strategic  orientation,  proves  to  choose  the  one  with  the  maximum benefit.  For  example,  after  perceiving  that  the
other player chooses an offensive strategy below a certain threshold value, the player tends to choose confrontation
with  the  increase  of  emotion  index.  Finally,  the  conclusion  is  validated  by  the  numerical  analysis  of  MAT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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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改革开放进程，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社会也

发生深刻变革，社会结构处于转型期之中[1]。在畅

想与建设美好生活的同时，隐藏在社会变革之下的

诸多社会矛盾也逐渐显露。时代发展诱发的多元化

利益诉求相互交织，引致的是频发的群体性冲突，

其中以环境问题引发的冲突尤为典型。据悉，环境

类群体性事件以及环境信访量以每年29%的速度上

升[2]，给社会治理带来了极大的挑战。环境治理作

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3]，

各级地方政府都面临着积极处置环境群体性事件、

统筹推进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和谐有序并行的问题。

为应对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应急事件，我国自

2003年起建立了应急管理体制。尽管应对突发应急

事件的体制、机制在治理实践中得以不断完善，但

从近年环境类群体性事件的治理结果来看，尚未找

到有效破解之道[4]，究其原因还在于治理路径上忽

视了对受影响群体的情感与道德价值关怀[5]，同时

也侧面反映了现有针对应急事件规律的研究有待加

强，而原有应急机制有待改革[6]。事实上在环境群

体性事件中，群众从风险感知到采取行动，情绪在

其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整个演化过

程都笼罩在群体的主观非理性色彩之中。群际情绪

理论就曾指出，群体愤怒情绪是集体行动的准备状

态，采取集体行动是为了要消除被剥夺的公平感[7]。

尤其群体性事件具有极强规模效应，当越来越多个

体进入群体后，群体意识将占据主导地位，个人会

在群体情绪的感染下，表现出无异议、情绪化、低

智商的从众效应[8]。因而在此背景下，深入把握环

境群体性事件的内在演化机理，并从情绪层面探究

相关主体的行为演化规律，将是妥善解决环境群体

性事件的重要前提。

关于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演化机理，我国学者从

不同角度对其展开研究。向鹏成借助于社会燃烧理

论，将环境群体性事件解构为在社会助燃剂的催化

之下，因社会燃烧物质积聚到点火温度之后而引爆

的群体性事件[8]；秦书生、鞠传国理清了环境群体

性事件在非线性机制作用下的发展过程，阐述了传

导链式的演化机制[9]；于鹏、张扬分静态与动态两

个层面，既宏观地诠释了其系统结构，又从动态角

度描述了阶段性发展过程[10]。综合来看，以上文献

的研究视角仅是针对事件发展过程进行性状描述，

虽阐述了环境类群体性事件从矛盾积累逐步演化到

冲突爆发的相关影响因素，但对主体决策背后的行

为规律的探索尚不够深入。

博弈论作为一种理论工具，可将人的行为模型

化为具有一定选择能力的互动决策过程，为分析群

体性冲突各主体之间的冲突和行为规律提供了研究

范式[11]。因而自20世纪90年代演化博弈兴起以来，

已被广泛应用到网络[12]、土地冲突[13]等各类群体性

冲突的研究当中。由于环境群体性事件历经群众风

险感知到采取抗争行动，其演化过程可视为在不完

全信息条件下，群众方因有限理性而做出相关决策

并不断修改的过程，因此也有不少学者借助博弈论

来对环境群体性事件所涉主体的行为演化规律加以

分析。刘德海从信息传播和利益博弈协同演化的视

角，解构了环境污染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演化过程，

点明协商谈判与信息公开在应对环境群体性事件的

重要性[14]；钱坤等构建了针对环境补偿问题的社区

民众和地方政府之间演化博弈模型，发现一味地环

境补贴并不能有效化解邻避冲突，关键在于改变周

边群众的不合作策略[15]。康伟和杜蕾通过演化博弈

模型探析了政府、邻避企业以及周边群众三方之间

的利益关系并进行了建模，结果表明政府不监管，

邻避企业选择合作以及周边群众的不抵抗是演化稳

定策略[16]。

上述博弈模型从有限理性出发，解释了不同境

域下环境类群体性冲突的演化过程，但模型中的假

定条件都忽视了情绪这一非理性因素对此类事件的

重要影响。纵观近年爆发的环境群体性事件，几乎

都遵从着“认知—情绪—行为”这一逻辑演

变路径。尽管当前学者围绕情绪对群体性事件的影

响已开展了相关研究[17~18]，但多从心理学角度加以

分析，无法完全揭示风险型环境群体事件的复杂

演化机理。由Quiggin提出的等级依赖期望效用理

论（RDEU理论），恰是考虑了参与方情绪参数的

效用理论[19]。该理论构建了决策者在不确定性条件

下的情绪态度及其程度的非线性决策权重，很好地

克服了传统演化博弈对现实存在的情绪参考不足的

局限[20]。

因此，基于演化博弈理论对群体性冲突中主体

行为研究的适用性以及RDEU理论对决策者情绪因

素的关注，本文将二者相结合，构建出环境群体性

事件的RDEU非对称博弈模型，并通过寻求博弈双

方在随机情绪状态组合下的均衡解来探究主体情绪

对其策略选择的具体影响，以明晰环境群体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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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演化机理，进而为此类事件的治理针对性地提出

参考建议。

一、风险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RDEU演

化博弈模型构建

（一）问题描述

环境群体性事件以诱因为划分依据可分为污染

型与风险型两类，前者是由环境污染事实已经发生

并严重危害居民生活而引发的，而后者发生的诱因

源于居民对潜在环境污染风险发生的担忧，相较而

言更轻“现实性”而重“可能性”。风险型环境群

体性事件具有明显的理性诉求与非理性抗议行为交

织、动态性与复杂性等特征，已成为近年爆发的环

境群体性冲突的主要类型，因而本文的研究内容也

主要针对风险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展开。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反对

以PX项目、核电站、垃圾焚烧站为代表的大型风

险基础设施项目已成为引发近年风险型环境群体性

事件的主要原因。在此类事件演化过程中，主要涉

及政府、企业、群众三大主体。其中，政府负责项目

招商引进，决定项目的施工与停运；相较之下，企

业方属于跟随角色，一旦冲突发生，项目能否继续

推进还应听从政府的决定；群众由于居住在项目选

址周边，认为其生存权益有可能会受到严重侵害，进

而会采取相应行动进行维权。由此可见，风险型环

境群体性事件的博弈过程主要还在政府与群众之间。

同时，风险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呈现出明显的阶

段演化特征，如图1所示。在冲突的萌芽阶段，地

方政府如果仅出于对经济收益的考虑，则有可能选

择将工程项目的环评、立项、审批和施工等环节相

关信息不对外公示，而群众对风险基础设施项目风

险程度认知模糊，加上个体对风险信息的获取和处

理能力有限，因此易导致与专家不一致的风险认知

偏差。在冲突的演化升级阶段，情绪因素将对政府

的回应方式与群众的行为方式产生影响，并且在不

同情绪作用下将导致事件后续阶段产生不同的结

果。若政府对群众的要求积极响应，能及时通过公

开的渠道消除公众的不安情绪，则有助于推动事件

和平解决。但若政府对群众的环境权益诉求回应消

极，会导致群众的不满情绪高涨，在群际情绪互相

影响下，冲突就可能由此爆发。
 
 

政府引进项目 政府回应方式群众风险感知

风险信息不完全公开 风险放大

采取行动

群众行为方式

消极

积极

冲突爆发

暴力对抗

平等协商
冲突和平解决

情绪作用

 
图 1   风险型环境群体性事件阶段演化流程图

 

（二）构建非对称博弈基础模型

在风险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演化过程中，以政

府和群众双方为博弈主体，借助演化博弈中的非对

称博弈来构建风险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基础模型，

并做相关假设如下：

假设1：群众由于意见分散，沟通成本过大以及

信息资源不足等主客观因素限制，处于博弈中的相

对弱势地位，记为弱势群体A；而政府由于掌握更

多的社会资源而被视为优势方，记为强势群体B。

假设2：设弱势群体可采用“抵制项目”“妥

协接受”两种策略，记为{R,C}；强势群体可采用

“坚持推进”“合作让步”两种策略，记为{S,T}。
若弱势方采取“抵制项目”策略，而强势方选择

“合作让步”，则弱势方获得全部收益V1，强势方

(V1−C
2
,
V2−C

2

)
(V1

2
,
V2

2

)

收益为0；若强势方采取“抵制项目”策略，而弱

势方选择“妥协接受”，则强势方获得全部收益

V2，弱势方收益为0；若二者都采用“抵制”策

略，在获取收益的同时需付出相应成本。若将风险

性环境群体性事件视为人民内部矛盾来考虑时，那

么政府和群众为解决矛盾而付出的成本损失应为一

致，同属人民内部财产损失，可用C表示。冲突的

最终结果无非一方服从于另一方，所以双方获胜和

失败的概率都是1/2，故而此策略组合的收益为

。同理，若双方都选择“合作让步”策

略，则该策略组合的收益为 。

假设3：由于在风险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现实情

况中，政府方获取的利益以经济收益为主，而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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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

2
V2

2
V1−C

2
V2−C

2

方的收益在于生存环境权益，故而假设V1大于V2，

而均小于冲突中损失的成本C，否则冲突不可能停

止，故可得：C>V1>V2> > >0> > 。

假设4：假设强势群体采取“坚持推进”策略

的概率为q，“合作让步”策略的概率则为1–q；弱

势群体采取“抵制项目”策略的概率是p，采取

“妥协接受”策略的概率为1–p。
根据以上假设，可构建风险型环境群体性事件

的非对称博弈基础模型，其得益矩阵如表1所示。
 

表 1    政府与群众博弈的收益矩阵
 

群众（弱势方A）
政府（强势方B）

坚持推进S（q） 合作让步T（1–q）

抵制项目R（p）
(V1 −C

2
,

V2 −C
2

)
(V1,0)

妥协接受C（1–p） (0,V2)
(V1

2
,

V2

2

)
 

（三）RDEU理论相关原理

xi, i =

1,2, · · · ,n x1 > x2 · · · > xn

定义1：如果随机变量X取值于集合 {
}，规定 ，且服从于概率分布：

Pr {X = xi} = pi, i = 1,2, · · · ,n (1)

pi ⩾ 0, p1+ p2+ · · ·+ pn = 1并满足 ，则对xi定义其

秩位（ranking position，简记为RPi）为：

RPi = Pr {X⩽xi} = pi+ pi+1+ · · ·+ pn, i = 1,2, · · · ,n (2)

定义2：在不确定性决策结构中，决策者满足

RDEU决策模型是指，他的偏好序“>”可以用实

值函数V来表示，V由效用函数u(x)和决策权重W定

义。即对随机变量 X、Y：
X > Y ⇔ V(X;u;W) > V(Y;u;W) (3)

其中：

V(X;u;W) =
n∑

i=1

u (xi)Wi(p) (4)

这里，Wi(p)是xi的决策权重，定义为：

Wi(p) =W(pi+1−RPi)−W(1−RPi), i = 1,2,3, · · · ,n
(5)

WA(p) =

pri ,ri > o, i = 1,2

W(·)称为情绪函数，并进一步将其假设为

，r i为情绪指数。当r i<1时，则称

W(p)为悲观情绪函数；当ri>1时，则称W(p)为乐观

情绪函数；当ri=1时，则称W(p)为无情绪函数，即

决策主体处于完全理性状态。

定义3：R D E U博弈模型可用数学模型F=
[N,{Si},{Ui}]表示。其中，N为博弈方集合，Si为博

弈方i的混合策略集，Ui为博弈方i的期望效用函数。

定义4：RDEU博弈模型中，存在混合策略

(p*，q*)，若要称其为该博弈的混合策略纳什均

衡，则需使得以下不等式关系同时成立：
UA(p∗,q∗) ⩾ UA(p∗,q),∀p ∈ (0,1), p , p∗
UB(p∗,q∗) ⩾ UA(p,q∗),∀q ∈ (0,1),q , q∗

（四）RDEU演化博弈模型分析

基于非对称博弈基础模型的假设条件，结合

RDEU相关理论，可分别求出风险型环境群体性事

件的RDEU演化博弈模型中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双

方收益值对应的概率分布、秩位及决策权重，如表2、
表3所示。
 

表 2    弱势群体收益值对应的概率分布、秩及决策权重
 

群众收益 xi 概率 pi 秩 RPi 决策权重 WA(xi)

V1 p(1–q) 1 WA(p–pq)
V1/2 (1–p)(1–q) 1–p+pq WA(1–q)–WA(p–pq)
0 (1–p)q q WA(1–pq)–WA(1–q)
(V1–C)/2 pq pq 1–WA(1–pq)

 

表 3    强势群体收益值对应的概率分布、秩及决策权重
 

政府收益 yi 概率 pi 秩 RPi 决策权重 WB(yi)

V2 (1–p)q 1 WB(q–pq)
V2/2 (1–p)(1–q) 1–q+pq WB(1–p)–WB(q–pq)
0 (1–q)p p WB(1–pq)–WB(1–p)
(V2–C)/2 pq pq 1–WB(1–pq)

 

由表2，3中可得，群众对应的RDEU期望效用函

数为：

UA =
V1

2
WA(p− pq)+

V1

2
WA(1−q)− V1−C

2
WA(1− pq)+

V1−C
2
=

V1

2
(p− pq)r1 +

V1

2
(1−q)r1 − V1−C

2
(1− pq)r1 +

V1−C
2
(6)

政府对应的RDEU期望效用函数为：

UB =
V2

2
WB(q− pq)+

V2

2
WB(1− p)− V2−C

2
WB(1− pq)+

V2−C
2
=

V2

2
(q− pq)r2 +

V2

2
(1− p)r2 − V2−C

2
(1− pq)r2 +

V2−C
2
(7)

二、风险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RDEU演

化博弈模型求均衡解

当群众和政府都采取混合策略时，即p ,q∈
（0,1）时，依据纳什均衡求解的方法，在群众对

应的RDEU期望效用函数（6）以及政府对应的

RDEU期望效用函数（7）中，分别对p和q求偏

导，得到下式：

∂UA(p,q,W)
∂p

=
V1

2
r1(1−q)(p−pq)r1−1+

V1−C
2

r1q(1−pq)r1−1

(8)
∂UB(p,q,W)
∂q

=
V2

2
r2(1−p)(q−pq)r2−1+

V2−C
2

r2 p(1−pq)r2−1

(9)
要求出风险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RDEU演化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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弈模型均衡解，需令偏导（8）和（9）同时为0，即：
V1

2
r1(1−q)(p− pq)r1−1+

V1−C
2

r1q(1− pq)r1−1= 0

V2

2
r2(1− p)(q− pq)r2−1+

V2−C
2

r2 p(1− pq)r2−1= 0
(10)

通过观察上述方程组可知，要求解首先需对情

绪指数进行讨论，并且依据W(·)情绪函数代表的理

性、悲观、乐观三种情绪状态，可知博弈双方情绪

随机组合不外乎双方理性、一方理性而另一方受情

绪影响、双方均受情绪影响三种。考虑到风险型

环境群体性事件实际情况中，群体情绪主要在事件

演化升级阶段对群体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本

文将着重对三种不同情绪状态组合下，事件演化

阶段过程中博弈主体将会做出怎样的行为决策进行

探讨。

（一）双方均为理性状态，决策行为不受情绪

影响

在此种情况中，政府和群众双方都是理性的，

则情绪指数r1=r2=1。将其代入方程组（10）可得双

方的混合策略为：

(p,1− p) =
(V2

C
,1− V2

C

)
=

(V2

C
,
C−V2

C

)
(q,1−q) =

(V1

C
,1− V1

C

)
=

(V1

C
,
C−V1

C

)
故在数r1=r2=1的假设条件下，此博弈的混合策

略均衡解为：

(p∗,q∗) =
(V2

C
,
V1

C

)
就现实情况而言，在风险型环境群体性事件

中，双方显然是在有限理性条件下参与博弈的，难

以同时做到完全理性地参与决策，故而此情况不做

详细探究。

（二）一方为理性状态，另一方受情绪影响

在环境群体性事件发展过程中，政府由于掌握

着更加丰富的信息资源与专业人才和知识，相对而

言更可能达到理性状态，因此可将其假定为不带情

绪的理性方。群众方由于受到主客观因素限制更容

易做出非理性决策，所以此部分将群众方假设为易

受情绪影响得博弈主体，并具体分为乐观情绪与悲

观情绪两种情况分别进行讨论。

1. 政府为理性状态，群众为乐观情绪状态

当政府方为理性状态时，情绪指数r2为1；群

众方为乐观情绪状态时，情绪指数r1>1，可假定其

情绪指数r1→+∞，即处于极度乐观情绪，可得到

r1–1→+∞；又因0<p<1，则有p–pq<1–pq，所以

0 <
p− pq
1− pq

< 1
( p− pq

1− pq

)r1−1

→ 0

(p,1− p) =(V2

C
,1− V2

C

)
=

(V2

C
,
C−V2

C

)
(q,1−q) = (0,1)

(p∗,q∗) =
(V2

C
,0

)

， ，解得q=0。将以上

所有数据代入方程组（10），可得出弱势群体采取

“抵制项目”和“妥协接受”的概率为：

；强势群体采取“坚持推

进”和“合作让步”的概率为： 。

因此，混合策略纳什均衡解为：

该混合策略纳什均衡解表明，在政府理性、群

众带有乐观情绪的情况中，政府会选择平和的“合

作让步”策略，而群众则以一定比例选择“抵制项

目”策略，但整体策略组合更倾向于（妥协接受，

合作让步）。当假定政府处于理性状态时，政府将

会通过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决策与监督等一系列科

学的制度来与群众保持平等协商，而群众可以通过

民主的博弈环境所提供的稳定渠道来表达诉求，因

而会持有乐观态度，进而有可能对项目建设妥协。

2. 政府为理性状态，群众为悲观情绪状态

r1−1 = 0

此时，政府情绪指数r2为1；群众情绪指数

r1∈(0,1)，并假设群众方为极度悲观状态，则r1无

限趋近于0，那么可得 。将r1–1、r2代入方

程组（10），可计算出弱势群体采取“抵制项目”

和“妥协接受”的概率为：

(p,1− p) =
(V2

C
,1− V2

C

)
=

(V2

C
,
C−V2

C

)
；

强势群体采取“坚持推进”和“合作让步”的

概率为：

(q,1−q) =
(

V1

V2
,1−V1

V2

)
=

(
V1

V2
,
V2−V1

V2

)
。

因此，混合策略纳什均衡解为：

(p∗,q∗) =
(

V2

C
,
V1

V2

)
上述混合策略纳什均衡解表明，在政府理性、

群众带有极度悲观情绪的情况中，政府不再绝对性

地选择“合作让步”策略，而是以一定比例转向

“坚持推进”策略，此转变与群众的不稳定悲观情

绪有极大关联。当群众方处于极度悲观情绪中，由

于缺乏专业知识和获取信息有限，可能会对环境风

险存在简单化、主观化认知。在此情况中，政府初

始时会采用积极的回应方式与群众对话协商。但由

于群众方受到极端悲观情绪影响，极易将潜在风险

无限放大，而产生坚决反对项目建设的倾向。面对

极度悲观的群众，政府在理性思维下有可能选择

“坚持推进”策略。

（三）双方均有情绪

政府即使在很大程度上满足理性人的条件设

定，但依然存在受诸多外部因素影响而做出非理性

决策的可能，故而还需进一步考虑当博弈双方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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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情绪时将会如何选择行为策略。假设博弈双方都

有情绪，即WA(p)≠p，WB(q)≠q，此时r1≠1，r2≠1，
在此情况下，可由方程组（10）得出群众和政府双

方相应的反应函数分别为：

p =


1 if q = 1
[(

V1

C−V1

)(
1
q
−1

)] 1
r1−1

(1−q)+q


−1

if q ∈ (0,1)

0 if q = 1

(11)

q =


1 if p = 1
[(

V2

C−V2

)(
1
p
−1

)] 1
r2−1

(1− p)+ p


−1

ifp ∈ (0,1)

0 if p = 1

(12)

为进一步计算上式，可将p、q看作是r1、r2的

函数，并分别记为p(r1)和p(r2)。通过对p(r1)和
p(r2)求一阶导数来具体分析情绪指数r1、r2对决策

概率p、q的影响。计算如下：

p′(r1) =
(1−q) ln

[(
V1

C−V1

)(1
q
−1

)] [( V1

C−V1

)(1
q
−1

)]

(r1−1)2

q+ (1−q)
[(

V1

C−V1

)(1
q
−1

)] 1
r1−1


2

1
r1−1

(13)

q′(r2) =
(1− p) ln

[(
V2

C−V2

)( 1
p
−1

)] [( V2

C−V2

)( 1
p
−1

)]

(r2−1)2

p+ (1− p)
[(

V2

C−V2

)( 1
p
−1

)] 1
r2−1


2

1
r2−1

(14)

1. 对（13）式进行分析

1
q
−1

V1

C−V1
> 0

ln
[(

V1

C−V1

)(
1
q
−1

)]
(

V1

C−V1

)(
1
q
−1

)
V1

C

（13）式中分母为正数，着重分析分子即可。已

知0<q<1，所以1–q及 均大于0。依前文假设条

件C>V1>V2，所以 。因此p '(r)的正负完

全取决于 的正负，故只需探讨

与1的大小关系，并可进一步转换为

讨论q与 之间的关系。具体如下：

q <
V1

C
p′(r1) > 0

V1

C

当 ，在区间（0，1）和（1，+∞）上，

恒有 ，此时函数p(r1)为增函数，表明当政

府选择“坚持推进”策略的概率q小于 时，群众

方会随情绪指数r1的增大，即乐观情绪中，倾向于

选择“抵制项目”策略。具体而言，当群众采取行

动表达诉求后，政府若以极大概率选择“合作让

步”策略来与群众平等协商时，群众会因处于乐观

情绪中而继续选择“抵制项目”策略来进一步实现

关停风险项目的目标。

q >
V1

C
p′(r1) < 0

当 ，在区间（0，1）和（1，+∞）上，

恒有 ，此时函数p(r1)为减函数。与上述情

况完全相反，当政府选择“坚持推进”策略概率越

来越大时，群众方会随情绪指数的不断上升，在极

度乐观中选择“妥协让步”策略，换言之，群众也

会随情绪指数的不断下降，即极度悲观中提高选择

“抵制项目”策略的概率。此情况中，群众在面对

政府选择继续推进相关项目的决定时会在乐观情绪

中考虑到明确的抗争成本等问题而选择妥协，但群

众若处于极度悲观情绪中，则会放大潜在的生存权

益损失，转而选择继续表达反对项目的主张。

q =
V1

C
p′(r1) = 0

当 ，在区间（0，1）和（1，+∞）上，

，此时函数p(r1)与情绪指数r1无关。即在

政府以固定概率进行策略选择时，群众的策略选择

将与情绪无关，而是在与政府不断的互动中做出自

己的决策，但此种情况与实际不符。

2. 对（14）式进行分析
V2

C
同理，分析后只需对p与 的大小关系展开讨

论即可，同样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p <
V2

C
p′(r2) > 0

当 ，在区间（0，1）和（1，+∞）上，

恒有 ，此时函数q(r2)为增函数。当群众选

择“抵制项目”策略的概率越小时，政府会随着乐

观情绪的高涨，而大概率选择“坚持推进”策略。

此时，政府在乐观情绪中对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存

在较高预期，会选择坚定推进项目实施。

p >
V2

C
p′(r2) < 0

当 ，在区间（0，1）和（1，+∞）上，

恒有 ，此时函数q(r2)为减函数。当群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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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选择攻击性“抵制项目”策略，政府在乐观状

态中会选择退让，降低选择“坚持推进”策略的概

率；政府若在悲观情绪中，由于q(r2)为减函数，当

r2极小时，其选择“坚持推进”策略的概率q将会

极大。

在了解到群众会坚决抵制风险项目建设时，政

府在乐观的情绪中会意识到若继续推进项目落地就

会导致社会秩序紊乱、政府公信力下降等一系列更

大的损失，因此会倾向选择“合作让步”策略与群

众协商以期实现均衡。但此时若是处于极度悲观情

绪中，为了避免损失引进项目过程中投入的“沉没

成本”，政府存在选择“坚持推进”策略的可能。

p =
V2

C
p′(r2) = 0

当 ，在区间（0，1）和（1，+∞）上，

，此时q并不随情绪指数r2变化而变化。即

当群众以固定概率采取“抵制项目”策略时，政府

方策略选择将不受情绪影响，而是依据群众方的策

略选择来确定。同样，此情形与现实不符。

三、数值分析

为了进一步体现情绪在不同情况下对博弈方决

策行为的影响，以验证模型的性质与实用性，本文

通过MATLAB软件进行数值模拟。首先需对风险

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RDEU博弈模型中各项变量赋

予实值。由于环境群体性事件涉及主体的具体收益

与成本难以进行实际估量，因而未有数据借以参

考，故而本文在符合假设2及假设3的设定条件下，

将双方收益及成本假定为V1=10，V2=8，C=12，并

依照前文各要素的具体关系可得出：
p =

V2

C
=

2
3

q =
V1

C
=

5
6

在前文分情况辨析中，已知双方都为理性状态

的情况并不存在，而在政府理性、群众受悲观或乐

观情绪影响情况中，在赋值后皆为固定数值，因此

不对以上两种情况做数值分析。所以本文将通过

MATLAB软件做三维示意图来直观展现博弈双方

均受情绪影响下的行为决策情况。

（一）群众方受自身情绪与对方策略影响的情况

由图2可知，当r1∈（0,1），即群众方处于悲

观情绪中,一旦认为政府选择“坚持推进”策略的

概率q小于5/6时，随着r1的不断增加，其选择“抵

制项目”的概率p会不断上升。当“坚持推进”策

略q的概率越来越小时，p的增长幅度巨大，形成陡

峭纵剖面。相反地，从图3可得，当群众方认为政

府选择“坚持推进”策略的概率大于5/6时，r1极

小，p极大，随情绪指数的提升，群众选择“抵制

项目”策略的概率会逐渐下降。并且q越大，p下降

幅度越大。

而当r1∈（1,5）时，即群众处于乐观情绪中，

如图4所示，当q小于5/6时，p随r1的提升而增大，

且增速较快；当q大于5/6时，p随r1的提升而减小。

即群众获知政府选择“坚持推进”策略的概率不大

时，群众随乐观指数增大更倾向于选择“抵制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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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群众决策p在悲观情绪中受政府决策q

影响的三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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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当政府倾向“坚持推进”策略时群众决策p在

悲观情绪中的三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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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群众决策p在乐观情绪中受政府决策

q影响的三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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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策略以争取更大的利益，而当认为政府会大概

率选择“坚持推进”策略时，乐观状态下的群众会

考虑“妥协让步”策略来避免冲突成本的损失。

（二）政府方受自身情绪与对方策略影响的情况

由图5可知，当r2∈（0,1），即政府处于悲观

情绪中，政府方认为群众选择“抵制项目”策略的

概率p小于2/3时，随着r2的不断增加，其选择“坚

持推进”的概率q会不断提升，当p越来越小时，

q的增长幅度巨大，形成陡峭纵剖面。而由图6可
知，当群众选择“抵制项目”策略的概率p大于

2/3，政府情绪指数r2极小时，即处于极度悲观情绪

中，此时选择“坚持推进”的概率q是极大的。

当r2∈（1,5）时，即政府处于乐观情绪中，如

图7所示，当p小于2/3时，q随r2的提升而增大，

且增速较快；当p大于2/3时，q随r2的提升而明显

减小。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构建风险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RDEU
博弈模型，在博弈双方均为理性、一方有情绪和双

方都有情绪三种情况下展开具体讨论，并进行数值

检验，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 单独来看，情绪对行为主体决策影响深远，

无论哪方博弈主体都会在乐观情绪中倾向于更具

“平和性”的策略，而在悲观情绪中更容易选择带

有“对抗性”策略；并且悲观情绪较乐观情绪对行

为主体决策影响幅度更大。

2. 分情况中，若博弈双方均为理性时，可实现

混合策略均衡，但与现实情况不符。

3. 当政府处于理性状态中，若群众在乐观情绪

中，二者可以达成“合作”以实现最优解，若群众

在悲观情绪中，则双方都将大概率选择“对抗性”

策略来捍卫自身利益。

4. 当双方都有情绪时，博弈主体决策受到自身

情绪及对方策略概率共同影响，但会做出自身收益

最大的策略选择。如已知对方选择“对抗性”策略

概率低于某一临界值时，博弈方会因乐观情绪而倾

向己方选择“对抗性”策略以获取最大收益。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防治风险型环境群体性事

件的建议如下：

1. 完善服务型政府建设。在风险型环境群体性

事件中，政府未能对群众的要求积极响应是激化群

众情绪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分析表明，政府若能保

持理性状态与群众进行沟通将有利于冲突的化解。

为此，政府要加快完善服务型政府建设，坚持以人

民利益为中心，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与完善服务

制度。具体而言，政府在项目引进时应充分考虑其

负外部性对人民生活造成的影响，并完善公共参与

决策机制，充分考虑人民的意愿；同时政府应建立

利益诉求表达机制，通过为群众提供制度化的协商

平台，来弱化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双方风险认知偏差。

2. 建立情绪监测机制。政府应建立专门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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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政府决策q在悲观情绪中受群众决策

p影响的三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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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当群众倾向“抵制项目”策略时政府决策q在

悲观情绪中的三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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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政府决策q在乐观情绪中受群众决策

p影响的三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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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与管理部门，一方面该部门可以通过大数据等

现代网络技术从海量的网络碎片信息中及时捕捉敏

感信息，对群众的情绪状态提前有所掌握；另一方

面要建立风险识别与智能预警系统，通过对敏感信

息的动态监控来对群众即将采取的行动进行预判，

以做好预防冲突升级的准备。

3. 建立情绪疏导机制。政府可以加强对新闻媒

体的引导来规范舆论传播，通过媒体对项目的风险

信息做客观宣传报道来降低群众的风险防御心理；

同时可依托第三方组织及专家学者等社会力量来为

群众提供咨询，对群众不安的心理及时疏导，安抚

群众的消极悲观情绪；最后可以建立合理的补偿善

后机制来化解群众对风险设施的邻避情绪，以合理

的经济补偿来提升群众的乐观情绪。

本文从RDEU演化博弈模型出发，尝试探讨了

在风险型环境群体性事件中群体情绪对博弈方决策

行为的影响，并提出相关建议，为明晰此类事件的

演化机理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但在本研究中也存

在需进一步深化的地方，如企业虽属于政府主体的

跟随角色，但作为项目实施方本身，其追求利益最

大化的自主行为也将对事件结果走向产生影响，今

后可以尝试构建三方博弈模型来做更加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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